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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東美(1899-1977)，名珣，字德懷，後改字東美，

曾用筆名方東英，安徽桐城人。 

方東美與明代哲學家方以智、桐城派始祖方苞有

旁系宗親關係。方東美年幼喪父母，依賴兄長撫養成

人。16 歲畢業於桐城中學。1920 年畢業於金陵大學。

1921 年赴美留學，獲威斯康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

1924 年通過博士學位答辯後回國。 

回國後，任職於武昌大學(武漢大學前身)。1925

年應聘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教授，學校幾經

更名，幾易校長，方東美一直執教於中央大學。1948

年任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如果僅以治學方向的變更

來區分其一生的話，方東美大體上走過了 3 個階段：

1936 年夏以前為第一階段，由受中國文化，尤其是儒

家文化的薰陶而走向對西方哲學的追求，其代表作為

《生命情調與美感》、《科學哲學與人生》；1966

年夏以前為第二階段，由西方逐漸返回到東方，代表

這個階段成就的著作是《哲學三慧》；1966 年夏以後

進入第三階段，其主要代表著作為《中國形而上學中

之宇宙與個人》、《從宗教、哲學、與哲學人性論看

人的疏離》、《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方東美始

終以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為學術主旨，以開放的

胸襟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思想流派，並力圖貫穿

古今、統攝諸家之學。 

方東美不同意宋儒所強調的“道統論”。他認為

現代世界因高度物質化而喪失了宗教精神和哲學智

慧，主張落實儒家的人生價值，以不斷提升生命的意

義，從而達到拯救現代人類的目的。他曾自我評價

道，從家庭傳統來說他是一個儒家，從氣質上說他是

一個道家，從宗教啟示上說他是一個佛教徒，從教養

上說他是西方的。他把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

學、新儒學看成中國哲學的四大傳統。 

方東美主張，哲學就是生命精神。他把中國哲學

解讀為一套機體主義的形上學，用“廣大和諧”概括

中國哲學的精神。“廣大和諧”精神的境界即是真、

善、美、聖德和諧統一的境界。方東美借鑒佛學中“雙

回向”的概念，在生命的諸般層次中提出層層超越的

觀念，借用佛學上“體”、“相”、“用”的解釋模

式(在老子的“道”的詮釋中又加上了“征”)，統攝

與貫通生命精神與文化面相，將關於廣大和諧境界的

種種描繪，借助於清晰的結構呈現出來，形成豐滿的

立體架構。雙回向的模式與層層超越的模式，架構起

方氏獨特的中國哲學解釋的框架。 

方東美認為，中國哲學的主要趨勢是形而上學。

至於這形而上學途徑以外的進入哲學的途徑，方東美

在其《原始儒家道家哲學》中指出了另外兩種，其一，

邏輯與知識論的途徑，由此可以瞭解刑名家或墨家的

思想。但是這些思想在漢代以後就衰微了，未能一以

貫之發展流傳下來。其二，宗教的途徑。方東美認為，

這途徑不合中國的國情；惟有形而上學的途徑也就是

哲學的途徑是最符合中國哲學發展的真實情況。就哲

學寫作的範圍對象而言，方東美在其《中國哲學之精

神及其發展》中，綜合四大傳統——(一)儒家，(二)

道家，(三)大乘佛學，(四)新儒學——之哲學體系。

此外，則置之不論。結合方東美的各種論述來看，這

種取捨應該是其晚年定論。那麼，方東美所採取的形

上學的途徑是甚麼，在此形而上學的話語觀照下，中

國哲學的一以貫之的精神是甚麼？ 

方東美認為，“形上學者，究極之本體論也，探

討有關實有、存在、生命、價值等，而可全部或部分

為人類穎悟力所及者，且其說不一，容有種種殊異之

詮釋。”在《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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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與哲學關係的語境下，方東美對形上學的特徵

有更詳盡的描述：“形上學實具備下列幾個特點：○1

針對科學已有成就，更深一層予以究根究底之探討，

故是批評的知識。○2 接受科學客觀知識，而又回轉頭

來，在人類心性上追求科學所有產生之理性作用的根

源，故是反省的自覺的知識。○3 關照科學知識所由成

立之現實條件，再集中心智為之確立間架，俾在結構

原理上能融滙貫通，成為統一的‘建築系統’(這一

層在康德的哲學中尤為重要)。○4 科學恪遵知識範

圍，往往定住一境而不敢逾越，所以它的知識是局部

的；哲學玄覽宇宙的大全，須經歷各個分殊的境界後

綜覽適合各個境界的局部知識以求其滙通，所以是全

體的知識。○5 科學企圖將宇宙各境界的秘密一齊展佈

在邏輯的平面上，一有百有，此存彼存，所以採取中

立態度而抹煞價值的區別，這在近代叫作倫理學的中

立，引而伸之，又成價值學的中立；哲學之在西方，

自希臘以來，直到近代，則認宇宙為層疊的構造，所

以劃分境界之後，即須鑒別各層價值，以求上達至於

最高的價值理想。因此西方形上學的發展，最後總是

與藝術和宗教聯成一系，以窺測純真性，完美性，與

宇宙之神聖性。形上學第一原理之安立，實是柏拉圖

所謂一切知識系統蓋頂的工作。” 

概括地說，形上學是批評的、反省的、自覺的、

統一的、系統的、全體的知識。方東美視形上學途徑

為方法學，由宇宙論、本體論、超本體論、價值論等

觀念而建構起來的中國哲學敘事與闡釋則吸取了西

方哲學的方法學。正如他對西方哲學正統的理解：

“在西方哲學，從希臘到近代，都要講方法學的程

序、方法學的原理，一直要根據方法學的原理形成了

完整的思想體系表現在宇宙論、本體論、超本體論以

及價值論上面，這才是哲學的正統。” 

方東美參照這個“哲學的正統”，關照東西哲學

文化的根本差異，落實在根本的方法學的設想上，描

述了中國哲學形上學的內在超越性與機體主義特

質，梳理原始儒家、道家、中國大乘佛學以及新儒學

思想體系。為此，他區分形上學三種形態：超自然(即

超絕)形態、超越形態、內在形態。 

方東美認為，西方哲學傳統背後有個由二分法形

成的截然二分的結構：“在世界哲學史上，古希臘、

中世紀以及近代歐洲，在哲學上都與希伯來宗教有類

似的作法，借用懷德海的名詞說，就是運用對比原理

的方法，由邏輯來看，這就是以二分法把完整的世

界、完整的人劃分為兩截。”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為

兩部分，就會產生其中嚴重的聯繫問題。在古希臘，

二分法表現為形而下的物質世界與真善美的法相世

界的分離；中世紀雖有“天國臨於人間”的理想，根

本上仍是天國與人間的對立；在近代，它除了上界與

下界的對立，還有造成知識論上諸多困難的內界與外

界，即客觀與主觀世界的對立。由此，種種二分對立

形成的形上學，方東美稱之為超自然形態的形上學。 

“超越”與“超絕”概念是承接康德的哲學術

語。方東美為此辨析其中的差異：“康德本人有時把

‘超越的’與‘超絕的’二詞互換使用。我卻以為不

可，所謂‘超絕的’正具有前述‘超自然的’意思。

而‘超越的’則是指它的哲學境界雖然由經驗與現

實出發，但卻不為經驗與現實所限制，還能突破一切

現實的缺點，超脫到理想的境界。這種理想的境界並

不是斷綫的風箏，由儒家、道家看來，一切理想的境

界乃是高度真相含藏之高度價值，這種高度價值又可

以回向到人間的現實世界中落實，逐漸使理想成為現

實，現實成就之後又可以啟發新的理想。” 

方東美認為，超越性與超絕性的不同正是中國哲

學與其他哲學的最大差異：“中國哲學一向不用二分

法以形成對立矛盾，卻總要透視一切境界，求裏面廣

大的縱之而通、橫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詞，就是

要造成一個‘旁通的系統’。”因而，中國哲學是即

內在即超越的哲學，其途徑則表現為從超越向內在的

轉化。這種由超越向內在的轉化就是內在超越型的形

上學的途徑。如其所言：“把一套超越形上學轉變為

內在於人類精神、人類生活的內在形上學，我所謂的

形上學的途徑就是採取此種觀點。”方東美認為，中

國哲學形上學的傳統正好可以印證這一途徑。不過，

方東美並沒有否認西方思想中也有內在超越的思

想，只是認為以二分法的邏輯為主流的西方思想中，

超自然的即超絕的形上學是其主流。 

超越型堅持現實與理想的統貫，即現實不與理想

脫節，即理想即現實，即現實即理想。“一切價值理

想都內在於世界的實現、人生的實現。”超越形上學

又是內在形上學。所以，中國哲學形上學諸體系中的

宇宙與個體有特別的含義：“第一，討論世界或宇宙

不可執着於其自然層面而立論，僅視之為實然狀態，

而應當不斷地加以超化：對儒家言，超化之，成為道

德宇宙；對道家言，超化之，成為藝術天地；對佛家

言，超化之，成為宗教境界。自哲學之眼光關照宇宙，

至少就其理想層面而言，宇宙應當是一個超化之世

界。中國形上學之志業即在於通透種種事實，而蘊發

對命運之瞭解與穎悟。超化之世界是深具價值意蘊之

目的論系統。”這就是說，宇宙是一個目的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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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深具價值意蘊的超化之世界。其二，作為極其複

雜概念的個體，必然是無止境地追求自我超越與實現

上達圓滿無缺境界者，從而成就理想人格。內在超越

式的中國哲學形上學的途徑，決定了方東美對中國哲

學史上不同思想價值的評判。 

為了進一步闡明其內在性，方東美進而又借助機

體主義而闡發此形上學。中國哲學的這個從超越形上

學的立場貫通內在形上學，以宇宙真相、人生現實的

總體為出發點，將人生提升到價值的理想境界，再回

來施展到現實生活裏，從出發到歸宿構成一個完整的

體系。方東美揭示出這個過程並將這個過程稱為“機

體的程序”(所謂“機體”，乃具有生命的個體的統

稱)。中國的形上學因此也是機體主義形上學。方東

美論之曰：“就其消極面而言之，機體主義：一、否

認可將人物互相對峙，視為絕對之孤立系統；二、否

認可將宇宙大千世界之形形色色、化為意蘊貧乏之機

械秩序，視為純由諸種基本元素所輻輳拼列而成者；

三、否認可將變動不居之宇宙本身壓縮成為一套密不

透風之封閉系統，視為無再可發展之餘地，亦無創進

不息生生不已之可能。就其積極面而言之，機體主

義，旨在統攝萬有，包舉眾類，而一以貫之；當其觀

照萬物，無不自其豐富性與充實性之全貌着眼，故能

‘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而不落與抽象與空疏。宇

宙萬象，賾然紛呈，然克就吾人體驗所得，發現處處

皆有機體統一之跡象可循，諸如本體之統一，存在之

統一，生命之統一，乃至價值之統一等。進而言之，

此類紛披雜陳之統一體系，抑又感應交織，重重無

盡，如光之相網，如水之浸潤，相與洽而俱化，形成

一在本質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攝。旁通統貫、而廣大

和諧之系統。” 

如果說哲學就是生命精神，那麼這一精神最終還

是要落實到主體上。人自是精神生命的承擔者。方東

美認為，此非西方式的精神心態所足以傳達者。東方

哲學首先當有內在精神，在這樣一個宇宙人生統貫的

形上學生命精神內，東方的智慧，用《楞嚴經》的術

語講，是“內證聖智”。這個內證聖智，即是方東美

所解釋的：“中國四大思想傳統：儒家、道家、佛學、

新儒學，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就是哲學的智慧是從

偉大的精神人格中流露出來的。”這個內證聖智的生

成，即其所說的形上學的途徑。從超越形上學轉化為

內在形上學，實際上就是進入了內在形上世界。 

於此哲學智慧中，方東美歸結了各家之不同特

點。方東美認為，中國思想中，主要是儒家指導中國

人的生活。代表了聖賢人格。原始儒家精神在於“把

握時間的秘密，把一切時間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在時

間的歷程中展現開來，使它成為一個創造過程。……

儒家由孔子、孟子到荀子，都可稱為‘時際人’。”

原始儒家所揭示的智慧，即方東美所詮釋為“創造”

的“生”，“生生謂之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

“生生之德”，恰在說明時間即生命，生命即創造。

道家則代表了詩人人格，從莊子的境界看道家，他是

藝術幻想中的太空人。“佛家主要代表了先知人格，

佛家的精神就大小乘合而言之，可以稱為‘交替忘懷

的時空人’。”“在小乘佛學講是‘忘掉永恆’，只

曉得生命在時間之流中輪迴；等他超脫解放到大乘的

領域時，他又‘忘掉變化’，把時間之流彈指間變成

了永恆真理。”宋明理學家繼承三大傳統，主張生命

與宇宙配合，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具有“時

空兼綜的意義”，是“兼綜的時空人”。方東美指

出，由儒道釋所表徵的聖賢、詩人、先知之三重複合

是中華民族慧命中不可分離的共命慧。從歷史上儒道

釋衝突、融合與會通關係的演變歷史看，方東美對三

家各自特質及其關係的分釋，可謂是對三家關係這個

古老問題的一種最具哲學深度的新詮釋。 

內在超越說是現代中國哲學中一個頗具爭議的

觀點。一方面，它涉及到中國哲學到底有沒有超越的

問題；另一方面，將西方傳統指為外在超越或超絕形

態是否確切。當代儒家關於內在超越的詮釋可以說是

對哲學人類學的內涵的豐富。方東美從本體論、超本

體論以及價值論特徵上對於中國哲學思想的宗教性

詮釋，開啟了一條回歸生命精神之路。這既是自證

慧，也是民族共命慧的回歸，在華夏文明史上展開為

生命精神的律動，其中也預示了中華慧命的重生。 

 

 

二 
 

正是本着中國哲學共命慧的四大傳統，以一以貫

之的生命精神為綫索，方東美借用詩歌中的音步韻格

的術語，以及樂譜上的若干音節綫的間隔長短，容或

錯落參差來形容中國哲學上不同思想潮流之強弱消

長與交替並進的狀態，對於中國哲學發展演變的特徵

做出了獨特分析。他把中國哲學分為三期。第一期(即

第一音步)是形成期，從公元前 1149 年到公元前 246

年，長達 9 世紀之久。此前尚有一段起源與發展不可

考的漫長時期，據說歷經四千年(公元前 5042 年至前

1142 年)，作者稱之為洪荒時代。這一時期，中國形

上學的基調表現為神話、宗教、詩歌的三重奏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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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第一音步屬“揚抑抑”(“重輕輕”)格，其重輕

部分分別代表儒道墨三家所發展的諸理論系統。方東

美認為，這一時期是中國哲學上創造力最旺盛的時

期，原始儒家、道家、墨家，一時爭鳴，競為顯學。

第二期(即第二音步)是再創期，屬“抑抑揚”(“輕輕

重”)格，從公元前 246 年到公元 960 年，表現為傳

統儒道兩家盈虛消長，經過漫長的醞釀、吸收，終於

形成具有高度創發性的玄想系統於中國大乘佛學諸

宗。第三期(即第三音步)是形上學的再生期，為“抑

揚抑”(“輕重輕”)格，從公元 960 年，直到今日，

這個時期的儒家深受佛道思想的影響與啟發，先後在

新儒學(性、理、心、命之學)的形式在復甦了中國固

有的形上學的原創力。方東美將此期的新儒家分為三

派，包括唯實主義的新儒學、唯心主義的新儒學與自

然主義的新儒學。 

在如上的分期中，方東美抉取四大傳統為主幹，

展開哲學精神與發展的敘事，而把漢代哲學從精神歷

史的地圖中給抹去了。方東美認為，中國的哲學智慧

或者說哲學精神，如就其歷史發展的時期來說，首先

是春秋戰國的精神，次為兩漢精神，再次為魏晉至隋

唐的佛學精神，再次為宋明的理學精神。純正的思想

為春秋戰國的思想，比於西洋的希臘；兩漢的局面，

一方面開闢行動的領域，再進一步轉變為道德的世

界，為中國的羅馬時代；後漢到隋唐，可說是中國的

中世紀。方東美認為，從哲學的智慧來說，兩漢的實

踐精神很高，但思想僵固，缺乏創造精神的發揮，哲

學智慧則處在最低潮。這就是他不述兩漢的原因。他

在一種黑格爾式的時空完美統一體中，講述廣大和諧

的生命精神的演變，表現出嚴密的一體性。這必然會

排斥甚至否定無法融入這個整體的哲學思想。 

方東美以生命的自由之創造為浮標，描繪出中國

哲學精神發展的圖像。他認為，在這個民族共命慧的

生命歷程中，中國哲學的發展曾經三遭墮落。第一，

即上面提及的兩漢思想。原始儒家衰退，漢儒講的是

經學。這個時期的思想家盡是雜家而沒有一位創造性

的思想家。此後，魏晉到六朝末年，道家也衰退，道

教起而代之。第二，是唐末五代十國時的大動亂時

期。這一時期政治黑暗，社會崩潰，原始儒道衰退，

佛學不保，佛學衰退而產生宋明理學。到了清朝，因

受異族壓迫，哲學生機早衰，中國哲學到清初已經死

了：“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當先把漢學的各門學問，包

括文學，訓祜、典章制度等分開，其生命精神才是哲

學。如顧炎武、黃梨洲等人是學問家，但不是哲學家。

中國哲學到清初已經死了。”第三，遭墮落是在鴉片

戰爭以後。此時，中國遭受西方文化的衝擊，文化慧

命跌宕起伏，暫失根基。青年的文化意識、民族精神、

人格尊嚴都喪失殆盡。 

方東美試圖透過類似挑戰與應戰的模式，以民族

精神所本來具有的創造精神為契機，推演中國哲學的

未來前景。方東美認為，這種創造契機，就是以春秋

戰國時代所表現的活潑潑的精神，吸收融滙古希臘語

近代歐洲文化的精神。方東美寫道：“中國的前途，

如不能包含希臘的精神及近代歐洲人的精神(案：指

藝術與科學精神)，則我認為相當的悲慘。但我認為

中國文化尚未結束，中國春秋時代所代表的活潑潑的

精神，可以包括這兩種精神在內。”1 

所以，方東美斷言：“清代哲學表面上看來是死

了，其實它是受到新刺激，在一兩百年來，會再有新

的高潮。”“外在的刺激使內在的創造衝動再生，所

以中國一定會再有高度的哲學智慧。”至於其方法途

徑，方東美認為，要想實現哲學創造衝動的重生，就

必須自我還原，找到立腳點，回到原始儒家道家的活

潑潑的精神中去：“不能停在宋儒的道德偏見中，我

們要跳至春秋戰國時代的活潑潑的精神中，自我還

原，找到立腳點，然後自己已不是空口袋，再來接受

西方的希臘精神，取來作自己的新的血液。這不是磕

頭主義，而是把新舊的血液凝聚起來，產生新的活

力，重建國家，建立自己的命運。” 

不僅如此，方東美更把中國哲學創造精神的重生

提升到世界哲學復興的高度，試圖以中國哲學的創造

為未來世界哲學開創道路，擔當起未來世界哲學復興

的重任。方東美寫道：“今天人類在精神的各方面無

一不墮落，哲學上也盡是些膚淺的知識，面對這種時

代精神，實在令人垂頭喪氣；所以我們今天必須重新

開闢精神上的光明境界，透過哲學智慧重新創造一新

的世界，形成統一的科學思想系統、統一的宇宙構造

理論、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終至道德、藝術、宗教

領域之次第完成。如此，黑暗時代才有可能重見光

明，假使能到這一天，未始不是現代人之福。老子所

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2 

方東美的哲學發展觀一方面受到文化形態史觀

的影響。方東美在《人生哲學講義》中指出，人生哲

學須要“從人生主體之層面看‘生命精神’，並加以

比較。……人生哲學則不抹煞個性的差別，時代的差

別，民族的差別。若無差別，則變成無骨、無肉、無

血的東西。”為了彰顯以上的性格，他採取縱貫的比

較法。方東美認為，這個方法“與德國的斯賓格勒的

‘文化形態學’的方法相近，但要加以修正，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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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態學’，即不是靜止的形態學，而是動的生

態學。”方東美把中國哲學的發展分成三期，創生

期，再創期與重生期，並預示中國哲學的四度重生。

他對中國哲學精神發展的敘述，也是在這樣一個文化

生態類型相對獨立的潛在前提下展開的。 

回溯歷史，可以看到，文化形態史觀對中國哲學

與文化發展模式說的影響，最突出表現於 20 世紀 40

年代的非常著名的一個文化派別——戰國策派。為了

配合抗戰，林同濟、雷海宗、陳銓等人於 1940 年在

昆明創辦《戰國策》，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歐洲一元

論思想，宣傳文化相對主義，聲稱抗戰時期的中國與

世界是戰國的重演。他們藉着宣傳中國文化的復興，

來鼓舞民族士氣。為此，戰國策派從歷史哲學的高度

為這種主張尋找理論依據。林同濟率先推出文化相對

主義的形態史觀。林同濟指出：“我以為中國學術界

到了今天應當設法在五四以來二十年間所承受自歐

洲的‘經驗事實’與‘辯證革命’的兩派圈套外，另

謀開闢一條途徑。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

統相法’……無妨且把它叫做形態歷史觀。” 

他把世界歷史演進的模式劃分為封建、列國、大

一統帝國三個階段，為未來歷史發展張目。較之於林

同濟偏重於政治意味的文化觀，雷海宗則從哲學與宗

教的角度論述文化形態史觀與中國文化生命的演進

模式，更具有人類學的廣度和哲學的深度。雷海宗首

先把歷史的定義限定在人類文化歷史的時限內。他解

釋道：“所謂歷史，有特殊哲學意義的歷史，並不是

由開天闢地以迄今日演變的種種。歷史的時間以最近

五千年為限。前此的發展是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

與人類學的園地，與正當的歷史學無關。” 

這個“正當的歷史學”的園地就是五千年人類

的歷史。而人類的歷史學又表現為多元的歷史觀。雷

海宗指出：“雖至今日，文化一元論說仍然相當的盛

行……直到如今，在歐美各國，連許多以客觀自詡的

學者，有意無意間仍不免以歐西文化為起發點而衡量

古往今來的一切。但交通的大開，與考古學的空前收

穫，使心胸寬大眼光銳利的一些學者，把前此的文化

一元論完全放棄，認為歷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時

間與不同的地域各個獨自產生於自由發展的。” 

依據多元的歷史觀，雷海宗回顧與展望了中國文

化的發展週期。他認為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惟獨中

國文化經歷了兩個週期：“除歐美的歷史尚未結束

外，一切過去的偉大文化都曾經過一度的發展、興

盛、衰敗、而最後滅亡。惟一例外的就是中國。中國

文化獨具二周。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亂華為第一周。由

五胡亂華以至最近為第二周。” 

雷海宗認為，第一周包括：宗教時代、哲學時代、

哲學派別化與開始退步時代、哲學消滅與學術化時

代、文化破裂時代。第二周包括：佛教之大盛、陸象

山、程朱派與陸王派、漢學考證、思想學術並衰西洋

文化東漸等階段。雷海宗斷言：“中國文化的第二周

誠然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但現在已發展到末

期，它的前途是結束舊的局面，創造新的世界，實現

一個第三周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即將進入新生命

周。 

幾乎在林、雷二人撰文宣傳形態史觀的同時，常

乃德、朱謙之等人也提出大同小異的文化觀。常乃德

認為，文化乃集體生命的一種產品，是集體生命力的

反映。中國民族和中國文化之所以一再新生，正是民

族混血和文化接枝的結果。他把中國文化劃分為三個

週期。早在宋元之際已進入第三週期，每一週期都有

一帝國時代。秦漢、隋唐和元明清各朝，分別為第一、

二、三帝國。像雷海宗一樣，他也認為，中國民族的

古文化自西漢結束後已開始衰老，進取有為的興旺文

化，逐漸為和平保守苟安無為的萎縮文化所取代。常

乃德認為，自抗戰以來，第四帝國的春季已經開始，

盛夏即將在今後一世紀中到來。當務之急，在文化接

枝上，還應當加緊民族混血的工作。許冠三認為，常

乃德的三周說更富本土色彩，更切合真實，因為他的

分期不似林同濟那樣簡單以政治體制變革為準，也不

像雷海宗那樣特重宗教、哲學的演化，而是立足於民

族活力的強弱，着眼於帝國的興衰，以武功文治為

主，兼採文藝、學術、最後才顧及宗教、哲學。 

朱謙之也把中國文化生命的延續劃分為三周。第

一周：公元前 3300-1300 年，是中國文化的獨立發展

期。後面的第二小周，是印度文化融入期。第三周：

宋代直至抗戰發端，前後約 1100 年。中以鴉片戰爭

為界，前為獨立發展期，後為西洋文明的傳播期。他

的週期表又以孔德和黑格爾的三分進化公式為據，定

第一周為黃河流域的宗教文化期，第二周為長江流域

的哲學文化期，第三周為珠江流域的科學文化期，而

每一期又分宗教、哲學、科學三階段。如前文所示，

朱謙之認為，哲學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中國哲學史

“唯情哲學”或“愛的哲學”。其形上學思想集中表

述於《周易》，即宇宙本體就是到處皆有的“情”，

本體就是存在於宇宙萬物之間的“真情之流”。《周

易》所揭示的這套形上學表現在人生哲學上，就是

“愛的哲學”。情即是仁，是博愛，至乎其極就是《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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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大同思想。朱謙之斷言，從中國哲學的這種特

質看，中國文化至今仍然活躍存在，而且是二戰後世

界文化發展所追求的目標。 

20 世紀 40 年代在中國形成的文化形態史觀學派

高揚民族精神，自成系統，契理契機，影響極盛一時。

其共同的思想原型主要來自於西方的斯賓格勒與湯

因比等人，以及文化相對主義的思想。方東美與中國

文化形態學派不同於斯賓格勒與湯因比的是，他們基

本上都認為中國文化正面臨新的復興契機，而且中國

哲學文化的方向就是未來世界的方向。 

 

 

三 
 

方東美以其對中國哲學精神的深刻理解與認

同，對於中國哲學的重生做了比較詳細的解說。然

而，在這種美好的理想願景中，仍然留下了邏輯上的

矛盾。方東美一方面強調文化類型的不同精神氣質，

強調東方心態與西方心態的絕對差別；另一方面又站

在中國哲學的立場，尋求文化的交融，所得到的仍然

是中國哲學與文化。由於其潛在的文化相對主義前

提，故而，從其特質上言，雖然東方文化可以救治西

方文化之弊病，但是因為東西文化的異質性前提，西

方文化一旦放棄西方心態，也就不再是西方文化，因

此，這種方案本身是難以自圓的。從世界歷史的整體

看，文化形態學派自身的邏輯困境使得它自陷其中。 

另一方面，方東美的歷史觀更深受黑格爾的影

響。黑格爾建構了一套歷史主義即思辨的歷史哲學的

觀念將同一性與差異性結合起來，將人類歷史的發展

以絕對精神即自由的實現為目標，將邏輯與歷史統一

在一起，構造了一個宏大的世界歷史的敘事。黑格爾

的世界歷史的實現就是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實現。他的

以東方世界為世界歷史起點，而世界歷史最終實現於

西方的歐洲中心論觀念受到了強烈的批判；方東美的

歷史觀可以說是對這一歷史觀的回應。方東美指出，

“講歷史要如黑格爾一樣，講世界史，在廣大的歷史

世界上，來確定自己的國家，決定自己民族的命運。”

我們看到，在黑格爾那裏的絕對精神，在方東美這裏

變成了民族精神。同樣是講世界史，方東美與黑格爾

有着根本的差異。如果說世界歷史從整體上講是一個

前進的整體的話，那麼從文化相對性而言，它也許可

以是齊頭並進，但就是不可能有一個合一的方向而

進。這是文化相對主義無法克服的困境。雖然方東美

以生命理想為最高統攝，攝受文化類型，但是他對於

文化差異的強調，對於文化類型的強調，使他無法擺

脫這種困境。然而，方東美所揭示的“廣大和諧”的

生命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講，又已經超越文化相對主義

的界限，足以克服上述困境。 

在東方思想回應西方思想的挑戰，尋求文化認

同，重新確立東方思想的世界史地位方面，日本京都

學派很值得作為一個參照。京都學派以西谷啟治、高

山丸男最具代表性。西谷啟治的思想深受海德格爾的

影響，他致力於從哲學的角度探討與解答現代人的處

境問題。科技與虛無是現代人無法逃避的現實。西谷

啟治把克服虛無主義作為他終生的哲學探究的根本

課題。他在西方歷史的脈絡中辯證地考察表現於科技

(機械化)、無神論、理性主義、世俗主義與人文主義

等方面的現代世界的性格，從哲學的層面發掘深層的

現代性。在尼采與海德格爾等人的思想的基礎上，再

次反省了近代以來人之作為主體性的深層問題。他認

為在西方啟蒙運動所謂的合理化與理性的另一面隱

藏着意欲；欲望的追求與滿足才是現代人主體性的深

層問題；理性與欲望之一體兩面是虛無主義的根本原

因。有學者指出，對西谷啟治來說，現代西方的世界

觀主要建立在以人為中心，以人為目的，以人為主體

的人本主義和主體主義上，導致現代人淪入虛妄的處

境，而宗教則質疑人之自視為目的與中心的態度，正

是醫治現代情境的途徑。這個宗教在京都學派那裏就

是佛教的“空”或者“絕對無”的觀念。西谷啟治以

“絕對無”的概念貫穿他對個人、國家與世界的瞭

解，認為惟有“絕對無”的實現才是現代性的真正超

越。正如尼采與海德格爾從現有的歷史視野來面對虛

無主義，西谷啟治既然將“空”或者“絕對無”作為

現代虛無主義的惟一出路，那麼也就自然要從“空”

或者“絕對無”與歷史的關係來思考這個問題，於是

他就走上了黑格爾式的歷史主義；這就是京都學派提

出的以歷史主義的進路超越歐洲的歷史主義，黑格爾

的世界歷史的實現就是日耳曼精神的實現。然而，20

世紀歷史的發展表明，歐洲哲學與文化出現了前所未

有的危機，即現代性的危機，其核心即是虛無主義。

於是，在黑格爾那裏成為頂點的光輝目標，現在又成

了要否定與超越的對象。京都學派正是在這個邏輯的

頂點上更上一層，以佛教的“絕對無”的觀念來超越

現代性。於是，黑格爾式的世界史的實現從東方到西

方之後又回到了東方。相對於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的實

現，西谷啟治可謂是反其道而用之。然而，這個東方

在這裏指的卻是自認為代表東方最高精神的日本，而

且這種思想的政治企圖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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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依據，它正好迎合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需要。

一種災難性的獨斷接替了另一種獨斷，世界史從召喚

德意志轉而“世界史正召喚日本”。正如當代日本學

者子安宣邦所揭示的那樣：“由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

構成的‘專制、停滯王國’的東洋觀，促使日本重劃

東亞中國核心式文明論之政治版圖。日本一心一意要

把中國冠上‘東洋式專制’‘東洋式停滯’之名，並

將中國由東亞的文明核心位置拉下來。日本自認為是

歐洲文明的嫡傳子，主張惟有日本才能夠成為東亞新

的文明論地圖的的核心”。3 

子安宣邦還指出：“‘世界史的哲學’所提出的

論述，不外是帝國日本對世界秩序重組的要求，以歷

史哲學加以表述而已。”京都學派提出的“世界史的

哲學”同樣有其無法自圓的矛盾，也正如子安宣邦所

說：“‘世界史的哲學’雖主張多元的世界史，也主

張作為特殊世界的‘東亞’的必要性，然而他們所謂

的‘東亞’之中，多元性的原理不但沒有得到貫徹反

而被拋棄了……這個多元性的觀點，本身就和‘文化

一元論’的觀點背道而馳。” 

在回應西方思想方面，文化生態學與黑格爾式的

思辨歷史哲學，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歷史發展的敘述模

式。這種從哲學的深度去挑戰歐洲中心論，對於東方

文化的認同與確立東方文化在世界哲學與文化中的

地位有深遠的意義。方東美式的把哲學視為生命精

神，哲學史就是生命精神的不斷創造的歷史觀，代表

了一種完整的機體形態(馮友蘭在哲學上提出的境界

說，則充分展示了中國哲學自身的創見)。 

1964 年 6 月 30 日，65 歲的方東美出席了由美國

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四屆東方哲學家會議，並在會議

上宣讀了題為《中國形上學中的宇宙與個人》的論

文，受到各國學者的極高評價。大會發起人、夏威夷

大學哲學系主任查理摩爾教授激動地說：“我今天才

知道誰真正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英國牛津大學

中國明代思想史研究專家麥克慕蘭教授則說：“真未

想到一位東方人，以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紹中國哲學

思想，其英文之造詣如此優美典雅，求之於當世之英

美學者亦不多見。”享譽世界的日本禪學大師、年逾

九旬的鈴木大拙品評方氏的論文云：“冠絕一時，允

稱獨步，不愧精心結撰，壓卷之作”。4 

總之，在中國現代哲學家中，方東美是一位獨具

一格的人物。他的獨特貢獻，在於為中國哲學與文化

的轉折指出了一條全新的路徑。他深入中西哲學的堂

奧，融滙百家，又最終回歸於中國文化本位，並創造

了一個富有特色的哲學體系。他的整個哲學體系可謂

《易經》的創造性詮釋與發展，方東美以生命為中心

建構他的本體哲學架構，是與《易經》“生生之謂易”

的原理相契合的。方東美在《哲學三慧》裏，由“無

名之指”衍生出“情理二儀”，此由“太極無名”而

顯現的“情理二儀”實為本體所蘊涵，兩者各自體現

系統的原始意象。“無名之指”作為生命與世界的根

源可彰顯為不同的本體觀念，換言之，人類心靈中蘊

涵一種本體智慧，世界各民族的哲學創造與文化精神

即為此種智慧所引導。他重點論述了中國、希臘與歐

洲三種文化類型，加之後來論及的印度，基本上把世

界文化劃分為這四大傳統，並斷言世界文化的前途在

於諸種文化多途並進和渾融互洽的演進中。方東美欣

慕於中國古代哲學所臻至的完美與高度，力主中國哲

學與文化應回復先秦儒家道家健康圓滿的生命精

神。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西方哲學家們大多不約而同

地把中國傳統思想看作後現代思想的重要資源，認為

可以從中尋找解決後現代問題的有效途徑。如詹克斯

和霍爾就明確指出，“中國的古典哲學具有真正意義

的後現代性”，“英美思想家們可以從古代中國發現

補充材料，使他們發展對宇宙差異的想像，並開發語

言使它能夠把這種現象表達得更清楚。”他們詳細分

析了道家哲學和宇宙論中的“變異”概念，認為道家

哲學的基礎，是建立在對無序的肯定而不是否定上。

而在西方傳統中，無序則意味着空虛、分裂和混亂，

是要被克服掉的。但在道家哲學中，無序是被允許其

發展蔓延的。道家和儒家，在西方思想家看來，本質

上屬於一家，它們都把審美看作是先於理性的認識和

論述方式。5 他吸納中國古代的生命哲學思想，又糅

合現代西方柏格森、懷特海等哲學，乃至古代華嚴哲

學，並以儒家的《易經》哲學貫通之。 

1974 年，75 歲的方東美元宵日作詠梅詩，詩云：

“浩渺晶瑩造化新，無雲無霰亦無塵。一心璀璨花千

樹，六合飄香天地春。”1977 年，78 歲的方氏在逝

世前，發表了《病中示問疾者並謝親友盛意》：“眾

生未病吾斯病，我病眾生病亦痊。病病惟因真不病，

重玄妙法洽天然。”並囑家人與弟子：“不發訃聞，

不發喪，不收禮。沒有任何形式的事體。”“從家裏

換着衣服，送到火葬場把它燒掉，燒成灰……灑到台

灣海峽與金門之間……一切都清清爽爽的結束。” 

“道法自然”，看來方氏已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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